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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化到整合:改革开放 40 年
社会变迁的动力及其转换

郝宇青
(华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062)

摘要:综观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的社会变迁，其动力系统大致经历了“打破整齐划一→到体制外去→到体

制内去→组织再造”的转换。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换，主要在于党情、国情、世情等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民

众利益和要求发生了变化。在我国社会变迁动力的转换过程中，既有官方主动回应，有民众实践推动，更有两

者互动、共同作用。同时，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变迁的动力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它们都推动着我国社会的

分化，进而推动着我国社会的变迁与进步。尽管“到体制内去”反映的是阶层的固化、利益的固化等不良的社

会分化，但是，在经过这样的社会分化的阵痛之后，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共找到了一条解决问

题的对策，即组织再造，并通过组织再造，力图实现社会整合，从而使社会分化走向公平、公正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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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ifferentiation to Integration:the Impetus and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Change in the 40 Years of Ｒeform and Opening － up

HAO Yuqing
(School of Pubic Administra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By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China’s social changes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
ing － up，we can find that the dynamic system of social change has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breaking uniform→out of the system→inside the system→organization re － engineering．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Party situation，the national conditions，the world situation has changed，in particu-
lar，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interes and requirements of populac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
mation of social change in China，there are official initiative response，populace’s practice and the
results of interaction and mutual action between the two． Generally speaking，the impetus of social
change in our country has a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that is，they promote the division of our society，
and then promote the change and progress of our society． Although ”inside the system“ reflects poor
social differentiations，such as the solidification of stratum，the solidification of benefit，etc． But after



the throes of such social differentiation，in the new era，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the CPC has found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that is，the organization reengineering，by
which we try to realize the social integration，making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develop towards a fair
and just road．
Key words: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 up;social change;division;integration;impetus;organ-
ization reengineering

孔子尝有言:“四十不惑。”当然，“不惑”自有其条件。那就是要对自己走过的路，无论是对与错、经
验与教训，都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从而保证未来的路不致于迷失方向、重蹈覆辙，保证未来的路走
得更顺畅、不犯或少犯错误。
我国 40 年改革开放历程，尽管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

就，但是，一路走来，也实属不易。其间，有一些失误和曲折，也有一些矛盾和风险，还有一些外部世界的
挑战和压力。而所有这些，并没有改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相
反，“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共识。因此，要继续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保证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顺利展开，对 40 年改革开放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就是一项十分必要的任务了。
在这里，笔者仅从改革开放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的动力和动力转换的角度，作一简要解读，以就

教于方家。因为动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的方法论以及改革开放的
发展方向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打破整齐划一:改革开放的原初动力
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中国，其“国家性格”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建构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把

人民组织起来的体系”。［1］(P95)这一组织体系，不仅包括了本身就已经有良好组织基础的工人阶级，而且
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包括了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其中，就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一般会被安排到某
一单位，从而较为便当地把他们纳入到了单位所构成的组织体系之中。就农民阶级而言，他们本来如马
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分析的那样:人数众多的农民，虽然“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
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是彼此隔离的、由“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一袋马铃
薯”。［2］(P677)因此，要把处于彼此分离和涣散状态之下的农民组织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社会主义中
国成立初期所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为此，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采取的措施是在农村建立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其中，生产队作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发挥着组

织农民进行生产、生活的功能。① 应当说，实现农民的组织化，即意味着整个国家组织起来了。而把整
个国家组织起来，不仅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而且也可以更好地发挥意识形态的政治整合功能。
“正确的意识形态———绝对地献身于集体主义、平均主义和共享的社会———是革命成功的关键;必须在
日常生活中实践之，并把这种意识形态作为评价人物及其行为、社会和文化表现的首要标准。”［3］(P24)

把整个国家组织起来自然有组织起来的好处。例如，组织力量大，团结就是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
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组织起来的好处，也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优势。邓小平在 1977 年 8 月 8 日召
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说道:“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力量统一地合理
地组织起来，……也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办更多的事，取得更大的成就。”［4］(P54)事实上，这种组织
起来的优势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的确也有相当出色的发挥。例如，曾是欧洲国家落后的代名词的苏
联，就曾在 1928 － 1937 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了工业化，并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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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也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全民动员，激发广大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国

民经济体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热情会慢慢地消减。因为这样一种把全民组织起来的体制，
带来了一个结果是相对的整齐划一，人们“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从而
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5］(P41)

既然改革开放前的整齐划一(尤其是分配体制上的整齐划一)无法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并由于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到了近于崩溃的边缘，因而，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

不进行改革就没有出路。1978 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作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意味着改革开放的
大幕开启了。
而要进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首要的就是要打破整齐划一的体制，以分化已经“板结”了的社会，

而这种分化反过来又成为改革开放的原初动力。
在农村，打破整齐划一的体制束缚，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撤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土地承

包经营制。所谓土地承包经营，是指农户承包集体的基本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进行自主经营，上缴
国家和集体应得的各项费款，其余的农副产品或收入归承包户所有。虽然农村第一轮土地承包是从
1983 年前后开始的，但是一些地方在 1978 年就已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邓小平在 1980 年 5 月与中央
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就说道:“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
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
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4］(P315)应当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
的弊端在于实行集体化的生产，农民没有生产的自主权，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损害

了农民的利益，引起了农民的不满。而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则解除了生产关系的束缚，肯定了农民从事
生产和经营活动自主性，因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总之，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
和生产力的解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农村的社会关系结构，推动

着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与变迁，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农业集体逐渐式微了。有学者就指出:“人民公
社解散后，集体化瓦解，土地承包到户。名义上是统分结合的经营机制，实则集体的作用微乎其
微。”［6］(P61)“改革开放后，村级组织几乎成了‘聋子的耳朵’，村民完全失去了组织约束。”［6］(P55)实际上，
在农业集体瓦解和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农村也开始逐渐出现了分化现象，进而影响到了农民社会心

态的变化，导致了农村传统社会伦理的瓦解。“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现在可以一点不讲，‘我为人人、集
体利益第一’的原则信持者不多，大家多讲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以我为中心，互不相让，矛盾的诱因在
不断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友好在不断减少。……特别是市场机制作用下，人与人的贫富差距逐步
拉开，心理平衡也被打破，你过得好大家羡慕嫉妒恨，你过得不好，大家瞧不起你。”［6］(P61)这也就是说，
分化带来了农村的发展与变迁，但是在分化与发展并进的过程中，财富成为衡量和评价一个人的主要标

准，利益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而孝道等传统伦理则被利益所淹没。
在城市，又是如何打破整齐划一的体制束缚的呢? 由于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规制，公有制

企业和事业单位是城市的主体，因而它们也就成为了改革的主要目标对象。当然，城市改革不能像农村
那样把企事业单位一分了之，直接可行的改革路径就是改革分配体制，打破平均主义，通过收入上的分

化来调动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其实，早在实行改革之前，邓小平就谈到过城市工业发展中存在的分配体
制方面的问题。1977 年 8 月 18 日，他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时发表谈话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
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谓物质鼓励，过去并不多。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
同样是工人，但有的技术水平比别人高，要不要提高他的级别、待遇? 技术人员的待遇是否也要提高?
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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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4］(P30 － 31)
应当说，这一认识为以

后启动的城市改革提供了方向。在 1978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指
出:“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
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

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
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
益。”［4］(P150)这一讲话实际上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基调，它不仅肯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而且
在某种意义上也肯定了分配体制改革的方向。总体上看，城市改革从分配体制改革入手，打破了整齐划
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壁垒，虽然在改革进程中出现了诸如“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双轨制下的“官
倒”、通货膨胀等乱象，虽然在人们的分化中产生了一些不满情绪，但是改革开放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开
启了的城市改革为 1992 年十四大决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作了物质和精神上的铺垫。

二、“到体制外去”:改革开放的动力增能
社会分化是改革开放和社会变迁的动力源，但是，自 1978 年到 1992 年十四大召开之前的 10 多年

间的社会分化只能说是简单的、停在表层的、未触动计划体制的社会分化，它所产生的动能远远不能适
应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这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行进中，现实的生产关系已经和发展
变化了的生产力不相适应，并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通过调整现实的生产关系，突破计
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以推动社会分化向纵深发展，才能为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输送能量。因为只有
分化了，才会有竞争;有竞争了，才会带来繁荣。
于是，“到体制外去”就成为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的必然的社会反应。“到体制外去”俨然成为

了一个政治口号，呼唤着包括农民、工人、干部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到
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去。1992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
革目标，则可以看作是对“到体制外去”的民众呼声的政治回应。
当然，作出这样的政治回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实，早在 1985 年 10 月，邓小平在会见一美国代

表团时就强调，“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
体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
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解决发展”。［7］(P148 － 149)

但是，由于我国改革的渐进性、政治的复
杂性以及计划经济体制所特有的惯性等原因，导致领导层对改革开放、对市场经济有不同的意见和认
识，存在着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从而造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改革徘徊不前的局
面。面对这种状况，1992 年初 88 岁高龄的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告诫人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
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鼓励人们:“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
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他明确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著名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
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
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他还语重心长地指出:“不搞争论，是我
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7］(P370、372、373、374)邓小平的
南方谈话(在 1991 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谈话内容和南方谈话是一致的［7］(P367) )，实质上是为我国
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为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鼓与呼，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十四大定下了基调。
“到体制外去”的社会反应加上十四大的政治回应，无疑，为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进而推动社
会变迁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在农村，改革以来实行的包干到户，实际上仍然属于小农经济的范畴。虽然在打破生产队体制后有

了较快的恢复和短暂的发展，但是其后劲不足的缺点很快暴露出来了，因为包干到户最主要的只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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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民的吃饭问题，而农民除了要缴纳农业税、“三提五统”①以及各种乱摊派等税费之外，还面临着长
期存在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问题，粮食价格基本是“原地踏步”，而农业生产资料则猛烈上涨。例如，
小麦的价格:1978 年是 0． 4 元 /斤，2009 年是 0． 87 元 /斤;磷肥的价格:1978 年是 6 － 7 元 /袋，2009 年是
45 元 /袋。［6］(P190)当然，农民还面临着其他用度方面的物价不断上涨的压力。而所有这些仅仅依靠土地
的微薄收入是难以为继的，更无法走上富裕之路。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和困局。
对于 90 年代初的中国来说，“无农不稳”的警报已经解除;对于农民来说，走上富裕之路才是他们

的期盼。那么，如何破解“三农”问题? 如何让农民走上富裕之路? 答案是“到体制外去”。本来，对于
农民来说，无所谓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问题，但是，由于农民的本质特征是从事农业生产，束缚在土地之

上的，因此，在这里，笔者把不离开家乡和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看作是农业体制，也因此，那些离开
家乡和土地、到城市或厂矿企业打工的情况，就是离开农业体制，即本文所说的“到体制外”。“农民
工”②就是到了农业体制之外的农民。“无工不富”对于农民来说是自不待言的，因而“进城务工”自然
成为了农民摆脱贫困、发财致富的选择。而在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
在加快对公有制经济改革的同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由此迎来了私营经

济发展的黄金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一轮增长期，③城市改革与私营经济的发展自然为农民到体制

外就业提供了平台、机会和空间。④ 农民“到体制外”就业意味着农村社会分化的加速。
在城市，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都有一个“撑不死，也饿不着”的铁饭碗，人与人之间不存在

多少竞争关系，人们虽有怨言，但在既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与制度安排中还算相安无事。如果说在改革开
放之后，在计划体制下进行的分配体制改革，打破了人们收入上的整齐划一，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

的积极性，但总体水平有了提高的收入很快又被 80 年代末的通胀所击破。虽然改革开放了，但仍然是
在计划体制下打转转，因而这样的改革难免反反复复。冲破计划体制，加速社会分化，才能使城市真正
步入改革的轨道之上。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随后召开的十四大，最终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改革目标，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改革的开启———城市开始打破计划体制的束缚，城市中人开始有
了放弃铁饭碗而“到体制外去”的勇气和决心。在市场经济改革伊始，应当说，体制内的铁饭碗不再有
昔日的风光并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因而“下海”经商、到非公单位就业在一时之间成为不少城里人的主
动选择。据报道，现在的很多知名企业家，在当时的市场经济大潮下，“他们告别体制腐朽的国企以及
安稳过度的公务员系统，向他们梦想的财富和事业出发。这些下海的体制内的人们，成为 90 年代中国
经济高速发展的最重要的群体”。［8］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就业也是倾向于体制外的民企、外企等。因为国
企竞争力不大，自然对大学毕业生也没有什么吸引力，而自 1993 年以来处于“国退民进”红利期的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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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三提五统”是“三提留”“五统筹”的简称。它由乡镇基层政府与村集体组织负责征收、使用。“三提留”是指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按规定从农民生产收入中提取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三项费用的总称，用于村一级维持或扩大再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和日常管理
开支。“五统筹”是指乡(镇)合作经济组织依法向所属单位(包括乡镇、村办企业、联户企业)和农户收取的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
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民办交通费等五项费用，属于乡村两级所有，主要用于乡村发展资金和其他公用款项。2006 年 1 月，取消农业
税，“三提五统”也随之取消。

“农民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称呼，虽然他们从事的是工业生产，因而在理论上就属于工人。但是由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户
籍制度的原因，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呈现出加速的势态，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也逐渐发挥着基本作

用。特别是 1997 年开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抓大放小”以后，私营经济在从业人员和企业数量上都超过了国有和集体单位，使得国民
收入由按劳分配为主转向按要素分配为主。

1978 年改革开放大约经过四五年时间，就解决了粮食问题。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开始蓬勃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这被
看作是第一次民工潮。第一次民工潮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们“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因此，这一特点决定了他们并不符合笔者
本文意义上的农民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构成了对计划体制内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竞争，并形成了较大的冲击，这
引起了一些囿于计划经济传统观念的中央高层领导的担忧。于是在 1988 年之后，国家采取了紧缩政策，从而导致乡镇企业失去了资金
支持，并于 90 年代初期陷入不景气的困境之中，其接纳劳动力的能力随之大大下降。这也在客观上使得农村失去了一次城市化的机会。
而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特别是十四大之后，马上就出现了第二次民工潮。据统计，在 1992 年就有 4000 万农民工“进城”务工。值得强调的
是，第二次民工潮和第一次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异，那就是:农民“既离土又离乡、既进厂又进城”。这才是笔者本文意义上的农民工。



有制经济，不仅创造了一半以上的 GDP总值，而且有较国企高出许多的收入，因而成为“高校毕业生的
首选”。［9］

在 90 年代末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国企大量出现亏损、倒闭的情况(1997 年约有 2 /3 的
国企陷于亏损)，中央提出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并对国企实施“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把国有经济
收缩到垄断行业和更具优势的竞争领域，从而出现了不同于 1993 年的“国退民进”的新型的“国退民
进”格局。① 在这次“国退民进”的过程中，不少国企职工下岗分流，他们可谓是被迫“到体制外去”的那
部分人。
无论“到体制外去”是主动选择还是出于被迫，它都可称得上是社会发展与变迁的重要推手。或者

说，“到体制外去”意味着在打破城市计划体制的同时，城市(乃至于整个中国)的社会分化在加速。
这一阶段的社会分化，在总体上是人们“到体制外去”而形成的。正是这些“到体制外”的农民、工

人、大学生以及部分干部，以他们的流动性(空间流动、职业流动、社会地位流动等)的增加，而深刻地改
变着中国，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这主要体现在:
(1)促进了经济所有制结构的转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之后，大力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自然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因而，伴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出现了
重大变化，即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下降，非公有制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在所有制结构转型中，农民工可
谓功不可没。如果没有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成为雇佣劳动者，那么，即使国家有发展非公经
济的宏观政策的支撑，其发展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正是这些“到体制外”的农民为非公经济的发展提供
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2)促进了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大

量农民进城务工，在推动第三产业发展与壮大的同时，也对城市的公共服务提出了挑战。而且，农民工
的城市融入也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3)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这一时期的城市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城市的扩张带来的城

市化。二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当然，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得尤为抢眼。我国的改革并没有涉及户籍制
度，而且正是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城乡分

离，也使得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缓慢。但是，伴随着 90 年代初城市粮食供应制度的取消，人员(尤其是农
民)的可流动性大大增加了，它为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创造了制度条件。尽管第一代农民工留在城
市的愿望与可能性都不大，但是随着以 80 后为主体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崛起，他们实现身份转变的愿望
已经十分强烈，而且也有了这种可能，因为城市对于农民工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并出台了相应

的政策来保障。
(4)导致了农村的衰败。农民进城务工实际上是抽取了农村的“活力”，造成了城乡结构变迁中农

村的衰败。农民工把他们的劳动投给了城市，农业对于他们来说变成了副业，农村对于他们(尤其是 80
后、90 后农民工)来说变成了故乡。而留在农村的，最初是“386199”部队，到后来则是“6199”部队，到
最后则可能是“99”部队。因此，一个“老弱病残困守”的农村，自然也就“没有了生机”。［6］(P157)固然，城
市化的进程往往意味着城市对农村的胜利，但是，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城市化一定要以牺牲农村为代价

吗? 城市化和农村的发展就一定是对立的吗? 两者不能齐头并进吗? 我们给不出答案，但是农村的衰

败已成为我国社会变迁进程中挽不回的哀愁。
(5)造就了政治文化的转型。1992 年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对于政治文化的影响是至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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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3 年开始出现的“国退民进”，基本上是在国有经济存量不变的情况下，大力发展非公经济的状况，因而主要表现为“民进”，
但由于国企在经营机制上的弊端，竞争力远不及民企。1998 年的“国退民进”，则表现为国有经济存量的变化。中央提出的“抓大放小”
策略就体现了这一点。“抓大”，是指着力培育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使其可以成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
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放小”，是指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放小”主要是通过租、包、卖等形式对国有中小企业进行非国有化改制。



的。政治文化的转型表现在多个方面。譬如，竞争的观念深入人心。正是因为了有了竞争观念及其行
为(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等等)，才推动了我国经济持续的
高速增长。当然，竞争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如贫富分化、社会诚信流失、物
质主义文化等。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到体制外去”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分化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从总体上看，

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占主导地位的。

三、“到体制内去”:社会分化正向功能的衰减
尽管对究竟在何时开始了从“到体制外去”到“到体制内去”的转变，难以作出准确的时间上的判

断，但是，基于研究的需要和行文的方便，必须找出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对此，笔者认为，大致可以 2003
年 3 月十届人大设立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专司国有经济调
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为起点。因为在国资委成立后，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要
求中央企业进入行业前三名才能免于淘汰，这就导致中央企业必须不断进行扩张、收购、兼并，从而在经
济领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国进民退”态势。正是在“国进民退”态势的刺激之下，社会上开始出现了重
返“体制内”的大潮。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取向的变化就可以看作是“到体制内去”的风向标。在 2003 年
以前，很多大学毕业生都不大愿意去政府机关中工作。据报道，“1994 年至 2000 年间，全国报名参加公
务员考试的人员才不过 4 万余人”。然而，随着改革中“国进民退”政策的启动，逐渐改变了人们对经济
收益和政治权力及其关系的认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取向便随之转向。该报道列举的大学生“国考”人
数的变化颇能说明问题:“2007 年国考，报名人数达 60 万，比 2004 年翻了近 5 倍。当年，全国有近五百
万大学生毕业，这意味着约每 10 个毕业生就有一位参加了国考。”“2011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
140 万，继 2009 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前 6 个职位考录比例超过 3000∶ 1。”据此，该报
道明确指出:“20 年前，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体制外的空间充满活力与机会，大批年轻人纷纷走出
‘体制’，进入外企或下海淘金;20 年后，这支悄然转向的隐形指挥棒开始朝反方向指引———年轻人，到
‘体制内’去!”［9］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从“到体制外去”向“到体制内去”的转变呢? 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在
“国进民退”的政策导引下，尽管国家层面仍然有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宏观指导性意见，但非公经济在
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已居明显的弱势地位。而“体制内”单位拥有的诸多优势———“稳定的工作，社保、
医保等保障一应俱全，福利也非常好，当然，很多人没有明说的，还有权力带来的隐形收入”。［8］这绝对
让那些经受了改革风雨、感受了体制力量强大的人们对“体制内”单位趋之若鹜。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
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完成的《2010 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在分
析被调查者的所属行业和职业后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
最高。［9］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们“到体制内去”的理由。总之，经历了十多年风光的“到体制外去”，
在“骨感”的现实面前，已显得苍白无力，失去了吸引力。“理想很饱满，现实很骨感”，可谓是很多人无
奈的内心世界的表白。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发生从“到体制外去”向“到体制内去”转变的原因在于:体制外的无保障。

例如，有学者从非公企业职代会制度不健全的视角入手，分析了非公企业职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

况。“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的形成，劳动关系出现了复杂的变化，部分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
职工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得不到保障，职代会制度流于形式;一些企业对涉及职工重大利益的问题，不召

开职代会进行民主讨论，或召开职代会也只是走过场，有些在大会上通不过的，就拿到小会上通过，使企

事业单位的改革措施难落实，职工的合法权益受侵犯，有时引发不稳定因素和群体事件。”［10］(P125)还有
学者从国家(即体制)对劳动权利的“代理人”角色的缺失的角度，分析了处于“体制外”的劳动者陷于
无保障之境地的原因:在渐进的、政府主导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家扮演着资本与劳动的双重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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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然而，资本与权力的日益紧密的联盟使得国家对劳动权利的‘代理’日益空洞化，但其作为劳动
的代理人角色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因此，从政治的层面说，新工人(主要是指农民工———自按)的政
治状态意味着政治代表性的危机，即声称代表其利益的国家或政党与劳工阶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断裂，

从而劳资对抗也经常地呈现为劳动与国家之间的矛盾”。［11］(序言P11)

在这里，虽不能说是国家与资本的合谋而导致了身处“体制外”人们的权益保障的缺失，但是，身处
“体制外”人们的保障缺失的事实，必然会造成人们的无助与无奈、孤立与冷漠的社会情绪。弱势心态
在社会的蔓延就是明显的例证，其影响也是消极的。《人民日报》在 2011 年 5 月 5 日发表评论指出:
“‘弱势心态’就是在侵蚀我们社会的共识，消磨未来的希望，构筑现实的壁垒，可能把社会引入人人皆
输的‘囚徒困境’。”［12］2003 年以来日趋多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反映出这些不良的社会情绪的消极影响。
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 年我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 0． 87 万起，1994 年约 1 万起，2003 年达 6 万起，2005
年进一步上升为 8． 7 万起，2006 年超过 9 万起。［13］另有数据显示，2009 年为 10 万起，2010 年为 18 万
起，2011 年为 18． 25 万起，2012 年为 25 万起。［14］这些数据表明，在改革开放的行进中，我国不仅具有了
风险社会所具有的一般风险，而且还有贫富悬殊、社会分化严重、国家机关信用下降等独特的重大风
险。［15］在此期间，中共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中国出现的社会风
险的政治回应。［16］(P167)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便成了规避风险的港湾。
从一定意义上说，“到体制内去”是“到体制外去”的一种反动。如果说“到体制外去”所带来的社

会分化，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体制松绑)条件下竞争的表现和结果，是竞争释放出了社会变迁的动力，

是“竞争型社会分化”，它对于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具有正向的推动功能，那么，“到体制
内去”显然是强化了体制的分量，强化了体制对竞争的介入、干预和影响，进而弱化了竞争的作用，在这
种情况下虽不能说没有社会分化，但这种社会分化是社会阶层固化条件下的分化。一方面是社会分化，
另一方面又是阶层固化，两者看似矛盾，其实这恰恰反映了我国社会分化的劣质化，它是体制制造的潜

规则盛行之下的“非竞争型社会分化”。《人民日报》曾发表文章描述过这种现象:“勤勤恳恳的合同工
有些接受的是比正式工少得多的工资，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在‘萝卜招聘’中黯然出局，兢兢业业的
公务员眼看别人‘又跑又送’突破了‘天花板’。”［12］毫无疑问，“非竞争型社会分化”对于社会转型的正
向推动作用在减弱，有时候甚至会产生负面效果。例如，社会上出现了诸多的“二代”现象，因为不论你
多么努力，都改变不了代际继承的命运。这对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无
疑构成了严重挑战。［17］2010 年 10 月 16 日晚李启铭的一句“我爸是李刚”的自负猖狂与肆无忌惮背后，
折射出了社会变迁过程中存在的太多的社会问题。一部分人的“强大”必然是以另一部分人的“弱小”
衬托出来的。社会分化的两极化、阶层固化态势凸显，社会的流动性大大降低;社会心态恶化态势明显，
社会诚信濒于沦丧的边缘。这种状况不改变，社会就有可能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断裂”。这也就是
说，社会分化已难以承担起社会变迁的动力角色了。这也表明: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社会变迁
的动力需要转换了。

四、“组织再造”:社会变迁动力的转换
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自然还需要在改革开放中加以解决。在改革进入攻坚

期、深水区的关键时刻，由于社会分化已难以承担起社会变迁的动力角色，因而亟需实现社会变迁的动
力转换。而开始这种动力转换的时间节点大致可以 2012 年中共十八大的召开为标志。
在社会分化带来的社会变迁中，也产生了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就详细罗列

了这些问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
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
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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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
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
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8］面对这些难题
(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前一发展阶段的“非竞争型社会分化”所带来的难题)，在党和国家层面，采取的措
施主要有:全面从严治党并向基层延伸，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深入开展巡视工作
和反腐败斗争，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等等。［19］应当说，这些措
施的实施推动了党风和政风的好转，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
鉴于本文关于社会变迁的动力这一主题，因此要着重探讨的是:社会分化之后的作为社会变迁动力的社

会整合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社会分化都是社会变迁的动力。当然，社会分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必须进行社会整合。

因为只有通过社会整合来调节社会分化产生的问题，才能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而此时
的社会整合，自然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变迁的动力。那么，十八大以来，作为社会变迁动力的社会整合手
段是什么呢? 答案是:组织再造。
所谓“组织再造”，是指针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成员的“去组织化”现象，而对社会成

员进行的再组织化改造。
在这里，需要对我国社会成员的“去组织化”现象加以说明。在农村，“村级事务的民主决策问题、

村民的权利救济问题、村民的权益保障问题、对民选村官的监督制约和罢免问题、乡镇政府同村民委员
会的关系问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规范的运作，对农村基层民主的整体发展不利，［10］(P125)而且也导致
村民委员会组织、动员村民、治理村庄的政治能力下降，尤其是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由于没有了集
体经济的基础，有不少处于被动应付上级指令的瘫痪状态。“村民失去组织，就会重新回到‘一盘散沙’
的状态。”［6］(P81)再加上农村原有的宗族制度受到市场经济、城市化等多种因素叠加所产生的冲击，不再
对村民形成有效的约束力，从而更是加剧了农民的去组织化。在城市，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
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原先那种较为普遍的单位办社会的现象到 21 世纪
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单位(尤其是公有制企业)就很难像改革前那样发挥对员工的日常生活进行有效的

管理，从而造成员工的组织化程度弱化;还有一些单位在改革中，或破产或重组，从而顺水推舟般地实现

了对员工的管理与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单位人由此而变为了社会人，进而呈现出一种“去组织化”的
状态。［20］而在不少的非公经济组织中，它们只是使用工人的劳动力，除了进行必要的生产管理之外，并
不对工人的日常生活进行干预。同时，在非公经济组织中，有不少没有设置党的基层组织，即使有，也是
处于瘫痪半瘫痪状况。总而言之，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就业的人员往往对非公经济组织缺乏认同。
当然，在当今的社会成员中间，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农民工的市民化在当下中国仍然

是一个社会性难题，他们有成为市民的意愿，想在城市落户扎根，而城市却又设置各种门槛要把他们挡

在门外，他们在城市打工要办理暂住证，那些没有办理暂住证的打工人员常常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
时刻防备着警察的盘查”，他们中间不少人“没有身份认同、也不被人正视”。［6］(P149)尽管在 2003 年 8 月
1 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意味着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但是，他们
仍然很少能够感受到城市的温暖、企业组织的温暖，更感受不到家的温暖。“在城市长期居住，但是在
城市却无法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住房，这是大多数打工者最大的苦恼。”［11］(P35) 他们下班之后“不能回
家”，因为他们在城市没有家，他们的家在远方的农村。农民工属于城市，但城市不属于农民工。农民
工脱离了村庄的组织，但城市却没有为他们提供足以使他们稳定下来的组织归属。“由于身份、工作方
式、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农民……处于‘两不管’的尴尬境地。”［21］因此，“无组织”可谓是农民工的典型
特征。
应当说，社会成员的“去组织化”现象，曾经是我国社会变迁的动力。但是，“话语跟着实践而变

11第 5 期 郝宇青 从分化到整合:改革开放 40 年社会变迁的动力及其转换



化”。［22］如果“去组织化”过度发展，却有可能产生诸多不良的社会后果，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英
国哲学家罗素就曾指出:当人们越来越变为分散的个体，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存在，这样就“没有一
个由共同的根本目标所维系的真正的社会。这种缺乏共同目标的现象已变为不幸福的一个源
泉”。［23］(P12)因此，有鉴于“去组织化”的危害，就必须对社会成员进行再组织化，即“组织再造”。通过
“组织再造”，以组织的力量来化解社会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的风险，提升社会流动性(尤其是社会的纵
向流动，这是给人以希望和实现公平正义的非常重要的条件);纾解社会心态恶化的局面，构筑社会诚

信等目的。在很大程度上，组织再造的过程就是社会整合的过程。
事实上，“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生活中、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中、在化解社会矛盾和领导社会

治理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来看，它就是靠着组织的力量、组织的信念，
引领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24］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曾指出，“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
构，很少涉及低层”。但是，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这一点，［25］(P454、478)把所有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成为了中
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在 1943 年 11 月，毛泽东同志以《组织起来》为题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
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
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
种方针”。［26］(P928、930)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强调:“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
力量倍增。”［27］

可以看到，十八大以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上

议事日程，而所有这些措施中间，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组织化建设。例如，十八大报告在强调加强基层
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时，就提出要“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
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18］其中，
“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主要就是加强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的组织群众、服务群众的功
能。十八大报告在谈到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时，提出要“强化农村、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加大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力度，全面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扩大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
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
建设”。［18］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特别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以达到组织群众、服务群众以及提高群
众政治素养的目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了上述要求，并提出了“提升组织力、突出政治功能”的党的建设
思想。［19］

应当说，这些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思想及其实践，对于推动整个社会的组织再造进而社会整合发挥

了重要作用。正是通过组织再造，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着社会整合。或者说，组织再造的核心目标，就
在于实现社会整合，就在于对那种不良的社会分化进行纠正、纠偏，使社会分化走向公平、公正的道路。
它不是使社会停滞，而是使社会分化趋于优化。因此，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组织再造保证了社会变迁的
方向、提供了社会变迁的接续性的动力。

结语

综观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的社会变迁，其动力系统大致经历了“打破整齐划一→到体制外去→到体
制内去→组织再造”的转换。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换，主要的就在于党情、国情、世情等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民众利益和要求发生了变化。当然，在我国社会变迁动力的转换过程中，既有官方主动回应，有
民众实践推动，更有两者互动、共同作用。同时，从总体上看，在我国社会变迁的动力系统中，有一个突
出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推动着我国社会的分化，进而推动着我国社会的变迁与进步。尽管“到体制
内去”反映的是阶层的固化、利益的固化等不良的社会分化，但是，在经过这样的社会分化的阵痛之后，
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共找到了一条解决问题的对策，即组织再造，并通过组织再造，力图

实现社会整合，从而使社会分化走向公平、公正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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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改革没有完成时，由改革而带来的社会变迁没有完成时，社会变迁的动力及其

转换也没有完成时。换句话说，改革永远在路上，社会变迁永远在路上。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不论是
改革还是社会变迁，其主角都是人，都需要由人来完成。当然，这样的“人”应当是如罗素所说的具有
“创造性冲动”的人，而不是具有“占有性冲动”的人。罗素这样说道:“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大多数是建筑
在创造的冲动上面，而最坏的生活大多数是由爱好占有所激发出来的。政治制度对于男女们的性情，有
很大的影响，它们应该牺牲占有性来促进创造性。……创造性的解放应该成为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改革
的原则。”［21］(原序)然而，在当前的中国，不少人却是“占有性冲动”占据了上风。因此，在未来的改革和社
会变迁中，我们应当就如何实现国民的“创造性的解放”进行制度上的调适。或许，这是我国全面深化
改革、进而社会变迁得以顺利推进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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